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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户尺度的山区生态压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重庆市为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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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压力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干扰,其值的降低 预 示 着 地 区 的 森 林 转 型 和 植 被 恢 复.基 于 重 庆 市 山

区1015份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本地生态足迹的方法来度量农户 尺 度 山 区 的 生 态 压 力,并 运 用 多 元 线 性 回 归

模型分析影响山区生态压力的主要因素,重点分析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生态压 力 的 影 响.研 究 发 现:1)研

究区人均生态压力为1.590hm2,农户的薪柴采集活动是山区生态压力的主要来源;2)家 庭 总 人 口、非 农 劳

动力年均工资水平、家庭农业收入、家庭拥有电器数量以及地区哑变量武隆县和巫 山 县 对 山 区 的 生 态 压 力 产

生显著影响;3)山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确实能够降低地区的生态压力,但是在作用路径上,并不是通过 减 少

农村劳动力的数量,而是通过提高非农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增加农户务农的机会成本发生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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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在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村劳

动力转移过程[1].据有关学者估计,从1978-2009年,中国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数量累计为3.9亿左

右[2].农村劳动力析出带来的非农收入增多和收入来源的多样化改变了农户的生计方式和生计策略[3].同
时,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土地流转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平原地区得到较快发展,促进了农业的规模化和

产业化[4].然而,对于广大的西部山区而言,受地区交通、地形等条件的限制,土地流转的规模和强度都较

小.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背景下,山区劳动力开始短缺,出现了土地利用粗放、耕地播种面积下降甚至

撂荒的现象[5-6].在湿润气候的作用下,撂荒土地很快便演替为草地、灌木林地[7],导致山区的土地利用发

生变化(耕地面积下降和草地、林地面积增加).
土地利用的变化会带来地区生态压力的改变.生态压力是指危及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外界干扰及其所产

生的生态效应[8].对山区而言,生态系统的外界干扰主要来源于农户的日常生产活动,如耕作、采集薪柴、
修建房屋、喂养牲畜等.生态压力的大小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干扰程度.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对自然界的

干扰程度不同,由此导致其施加在地区生态系统上的压力也不尽相同.理论上,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山

区耕地面积下降、林地草地面积增加,人类对自然界的干扰会减少,地区的生态压力会得到减轻.
地区生态压力的减轻往往预示着地区的森林转型和植被恢复(图1).森林转型是 Mather提出的关于土

地利用变化规律的理论,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森林面积从净减少变为净增加,发生趋势性转折的现象[9].
对于森林转型的驱动力,“经济增长路径”得到较多的关注,即是指经济增长创造非农就业机会,使大量农

村劳动力脱离农业,造成劣质农地的退耕,部分耕地因此恢复为森林[10-11].这与当前我国山区的情况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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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因此,通过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山区的生态压力及其影响因素,可以验证森林转型在我国山

区的适用情况,为促进地区的森林转型和植被恢复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

图1 土地利用、生态压力与森林转型之间的关系

指标体系法[12]、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13]、GM模型[14]是常见的计算生态压力的方法.鉴于生

态足迹可以用来测度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冲击,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运用生态足迹的方法来计算生态压

力[15-16].对于生态足迹的研究尺度,已有的研究主要从国家[17]、区域[18]、城市[19]等大尺度入手,近年来也

有部分学者从流域[20]、学校[21]、社区[22]等小尺度的微观领域进行研究,但是很少有学者从农户尺度来研

究生态压力.部分学者认为,由于贸易数据的不完整性,该方法运用于越小尺度的研究,计算结果的精确性

越受到质疑[23].但实际上,对于具体的地区尤其是山区来讲,农户才是山区生态压力的直接实施者,农户

生计的变化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微弱改变都会影响到山区的生态压力及其构成,因此,从农户的尺度来研究

山区生态压力更符合实际.
关于生态压力的研究视角,目前绝大部分学者仍然采用 Wackernagel等提出的生态足迹研究思路,认

为国家或地区的生态足迹为生产这些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这些人口所产生的所有废物所需要的生

物生产性面积[24-25],即从消费的角度来研究生态足迹.但实际上,单纯从消费的角度来研究生态足迹并不

能准确衡量区域所承受的生态压力.因为,区域的生态压力实质是计算踩在本区域土地上的生态足迹,而

本地区的消费并不完全来源于本地,有许多是来自于外地的,这部分产品的消费并不对本地产生生态压

力,而本地生产供外地消费的产品却会对本地生态系统产生压力.鉴于此,有学者把生态足迹分为消费性

生态足迹和生产性生态足迹,认为生产性生态足迹才能真正反映人类活动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压力[26-27].此
外,有学者提出本国(地)生态足迹的理念,着眼于一个国家(地区)的生态系统,计算发生在一个国家(地
区)内的生产和消费需要占用的生态资源量[28],由此,本国(地)生态足迹由两部分构成,生物质足迹和能

源足迹,其中生物质对应的是生产足迹,能源对应的是消费足迹.
目前,虽然有少数学者从农户角度来研究生态足迹[20,29],但其均是从单一的消费角度来研究的,与生

态压力的内涵不符.因此,本文基于重庆市山区1015份问卷调查数据,从微观的农户尺度出发,采用本地

生态足迹的方法来度量山区的生态压力,然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山区生态压力的因素,以期

为减轻山区的生态压力、实现山区的森林转型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选择典型的西南山区———重庆市作为本文的研究区域.重庆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为一

体,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水平较低.尤其是位于“渝东北翼”和“渝东南翼”的广大山区,山高坡陡、地形破

碎、人均耕地面积少,较低的耕地产出和农业收益迫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往外转移,使重庆市成为我国劳务

输出的主要地区之一.随着收入结构的改变,农户的生计策略和土地利用方式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土地

零租金流转、耕地撂荒等现象十分普遍,大量撂荒耕地转化为草地、林地[7].因此,选择重庆市作为山区生

态压力的研究区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具体而言,本文选择“渝东北翼”的巫山县、“渝东南翼”的酉阳县和

“一圈两翼”交汇处的武隆县作为研究的调查区域(图2),典型区县的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2013年典型区县基本情况

区县
户籍人口/

(104 人)
常住人口/

(104 人)
面积/

km2
海拔/

m

人均

GDP/元

城镇化

率/%

人均耕地

面积/hm2
森林覆

盖率/%

酉阳县 84.97 56.38 5173 263~1895 17781 28.36 0.084 52.20

武隆县 41.45 34.94 2901 160~2033 30884 37.41 0.183 59.20

巫山县 64.36 46.98 2958 156~2680 15990 34.57 0.086 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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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研究区区位图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2012年5-6月,在县乡两级政府收集研究区自然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前期预调查,
并根据调查结果修正调查问卷.2012年7-8月,在研究区进行了60余d的正式野外调查.典型样区的选

择采用国际通行的分层随机抽样,并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ParticipatoryRuralAppraisal,PRA)对研

究区12个典型村进行入户调查.调研选用的PRA工具包括小型座谈会、知情人士深入访谈、半结构式访

谈和农户调查问卷等.本文涉及的调查内容包括:① 家庭基本情况(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就业等);② 家

庭收入情况;③ 土地利用情况;④ 住宅情况(房屋面积、离集市距离等);⑤ 家庭能源消费情况;⑥ 家庭牲

畜饲养情况.每户访谈时间为2~3h,受访者包括户主及其他主要家庭成员.共获得有效样本1015份,其

中酉阳县324份(毛坝乡天仓村81份,双龙村80份;木叶乡梨耳村84份,大板营村79份),武隆县317份

(长坝镇鹅冠村77份,前进村81份;白马镇东升村79份,车盘村80份),巫山县374份(龙溪镇老鸦村98
份,双河村92份;福田镇莲花村98份,双塘村86份).2013年1月,再次到研究区与典型村的村干部进行

深度访谈,获得了典型村的人口及人口迁移、劳动力、土地利用等方面的详细资料.
2.2 研究方法

2.2.1 生态压力的计算

本文采用本地生态足迹的方法来计算山区的生态压力.传统的生态足迹研究主要考虑6类生物生产性

土地: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建筑用地和能源用地.由于河流、湖泊等水面不包括在农户尺度的水域用

地范围内,研究区农户的水域用地基本上全部由水田转化而来用作养鱼,属于耕地的范畴,因此,在计算

农户生态压力时,不单独考虑水域用地,而将水域用地合并到耕地一同计算.而对于能源用地来讲,由于当

地农户家庭的能源主要来自于薪柴(占据农户家庭能源消费量的83%以上[30]),而薪柴的主要来源为林地,
因此,能源用地最终转换为薪柴的采集对当地林地所产生的生态压力.综合起来,研究区农户尺度的生态

压力主要由耕地、草地、林地和建筑用地构成.
农户对于耕地的生态压力来自于农户的耕作行为,而在当地耕地上生产的农产品,不论是在本地消费

还是在外地消费,其压力均由当地生态系统来承受.因此,耕地的生态压力为农户对全部耕地的耕种行为.
为考虑复种指数的影响,采用耕地播种面积来表示.农户对于草地的生态压力主要来自于农户家庭饲养的

牲畜(牛、羊)对于草料的消耗,因此,草地所承受的生态压力可以采用农户家庭饲养的牲畜消耗草料所需

要的草地面积来表示.而对于林地而言,目前,由于国家对森林的砍伐实行严格的审批限制,农户砍伐的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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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数量极少,因此,本文暂不考虑农户的林木砍伐对林地所产生的生态压力,而仅考虑薪柴的采集对林地

所产生的生态压力.由于当地农户薪柴的商品化率极低,采集的薪柴几乎全部用于自家消耗,因此,薪柴采

集对林地的生态压力可以用吸收农户消费的薪柴燃烧排放的碳所需要的林地面积来表示.而农户对于建筑

用地所产生的生态压力主要来源于农户修建的房屋对当地生态系统产生的压力,采用农户的房屋面积来表

示.由此,研究区基于农户尺度的生态压力的计算公式为

P=
P1×r1+P2×r2+P3×r3+P4×r4

H
式中,P 为人均生态压力,P1 为农户的耕地播种面积,P2 为农户饲养的牲畜消耗草料所需的草地面积①,

P3 为吸收农户消费的薪柴燃烧排放碳所需的林地面积②,P4 为农户房屋面积,r1,r2,r3 分别为耕地、草

地、能源用地和建筑用地的均衡因子③,其涵义为该类土地的世界平均生产力与全球各类土地的平均生产

力之比,可以消除不同类型土地生产能力的差异,H 为家庭总人口.
2.2.2 生态压力影响因素模型

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山区人均生态压力的影响因素:

y=x0+∑βixi+ε

式中,y 为人均生态压力,x0 为常数项,xi 为解释变量,βi 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在农户尺度上,
将山区生态压力的解释变量分为4类(表2):

1)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总人口、外出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3个指标.人均生态压力与

家庭人口的数量相关,在生态压力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家庭人口越多,人均生态压力越小.理论上讲,家庭

劳动力的迁出有利于减轻地区的生态压力.而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会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从而

影响家庭对地区的生态压力.
2)收入特征:包括非农劳动力年均工资水平、家庭总收入、家庭农业收入和家庭种植业收入.非农劳

动力年均工资水平反映了农户务农机会成本的大小,而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农业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农户的耕种决策,从而影响农户对地区施加的生态压力.家庭的总收入会影响

农户对于生计策略的选择,从而影响人均生态压力.家庭农业收入和家庭种植业收入反映了农户家庭对农

业和种植业的依赖程度,而农业和种植业是农户对地区施加生态压力的主要途径.理论上,农业和种植业

收入越高的农户,其人均生态压力越大.
3)家庭资源禀赋:选择家庭拥有的电器数量来表示.家庭拥有的电器数量反映了家庭的能源消费结

构,以薪柴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会增加农户的薪柴采集活动,加剧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压力.
4)区位因素:包括农户离集镇的距离以及两个虚拟变量武隆县和巫山县.离集镇距离越远、位于偏远

山区的农户非农就业的机会越少;对传统农业生产活动的依赖性较强,对自然环境的压力较大.同时,为了

消除因地域不同而产生的异质性,引入两个地区哑变量武隆县和巫山县,其中巫山县拥有丰富的煤炭资

源,同时区位条件较差、交通发展滞后,而武隆县的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离重庆市区较近,非农就业的机会

更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更轻.
本文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容忍度(Tolerance)、方差膨胀因子(VIF)来检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

多重共线性问题.解释变量间相关系数绝对值最高为0.698(外出劳动力数量与家庭总收入),小于0.8,容

忍度大于0.1,方差膨胀因子小于4,综合这3个指标,说明解释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会对模

型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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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草地面积计算方法:首先将牲畜饲养量转换成标准牛单位(5头羊相当于1头牛),计算其年饲草消耗量(单位牛的日食草量采用云

南省的标准,即1个牛单位1d采食鲜草量34kg),再将这些饲草消耗量转换成草地面积(草地生产能力采用“暖性灌草丛类”,单

产740kg/hm2).
林地面积计算方法:首先将薪柴换算成标准煤单位(转换系数为0.571),再计算这些薪柴燃烧所产生的碳排放量(碳排放系数采用国家

发改委的数据,即1t标准煤的碳排放量为0.67t),最后计算吸收这些碳排放量所需要的森林面积(碳吸收能力采用IPCC的数据,即1t
碳排放量需1hm2 的森林来消耗).
本文采用 Wackemagel确定的生物生产土地均衡因子,即耕地和建筑用地均为2.82,能源用地为1.14,草地为0.54.



表2 人均生态压力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类 型 解 释 变 量 变 量 含 义 均值 标准差

家庭特征 家庭总人口 家庭人口总数量 4.063 1.661
外出劳动力数量 在外地工作、经商的劳动力的数量 1.146 1.02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
文盲为0,小学为1,初中为2,高中(中专)为3,大专

及以上为4
0.273 0.14

收入特征 非农劳动力年均工资水平 2011年家庭非农劳动力平均年工资/万元 1.783 1.522
家庭总收入 2011年家庭全年的收入之和/万元 3.267 2.749
家庭农业收入 2011年家庭全年的农业收入/万元 0.508 1.031
家庭种植业收入 2011年家庭全年的种植业收入/万元 0.197 0.775

家庭资源禀赋 家庭拥有电器数量 家庭拥有的电器数量 1.958 1.204

区位因素 农户离集镇距离 农户离最近集镇的距离/km 8.908 7.824
武隆县 虚拟变量,武隆县为1,其他县为0 0.319 0.466
巫山县 虚拟变量,巫山县为1,其他县为0 0.312 0.464

  注:外出劳动力指外出工作、经商超过3个月的劳动力.

3 结果分析

3.1 山区生态压力及其构成

计算结果显示(表3),2011年,研究区农户对地区施加的生态压力较大,人均生态压力达到

1.590hm2/人,即研究区农户人均占用的生态空间相当于生物生产性面积为1.590hm2 的土地.分区县

来看,酉阳县的人均生态压力最高,为2.695hm2,巫山县对当地产生的生态压力最小,人均占用的生

态空间仅为0.637hm2,而武隆县的人均生态压力与整个研究区基本相当.这主要是由酉阳县较多的薪

柴采集量和牲畜饲养量决定的,其人均能源用地和人均草地占用的生态空间分别高达1.211hm2 和

1.157hm2,分别为巫山县人均能源用地和人均草地的4.7倍和8.8倍,是武隆县人均能源用地和人均

草地的1.5倍和3.7倍.从生态压力的构成来看,研究区生态压力的来源依次为能源用地、草地、耕地

和建筑用地.能源用地对山区的生态压力最大,即农户的薪柴采集活动是山区生态压力最主要的来源,
这是由山区以薪柴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决定的.近年来,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虽然电能、天然气、
液化气等清洁能源在农户家庭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逐渐提高,但是受农户消费观念、商品能源可获得性以

及家庭经济水平的影响,农村能源替代的进程仍然非常缓慢,薪柴仍然是农户家庭能源消费的最主要来

源,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巨大压力.牲畜的饲养也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较大压力,这两者约占据了研究

区生态压力的80%,说明山区的生态压力与农户的生计方式密切相关,对自然环境依赖越强的生计方

式对当地生态系统产生的压力越大.分区县来看,酉阳县的生态压力来源与整个研究区保持同样的顺

序,草地成了仅次于能源用地的第二大生态压力来源,而耕地承受的生态压力仅占人均生态压力的

11.739%.但是对于武隆县和巫山县来讲,其生态压力的第二大来源均为耕地,说明山区以小农经济为

主要特征的农业生产活动也给当地生态压力系统带来了较大压力.
表3 分区县的人均生态压力及其构成

区县

耕  地

面积/

hm2
占比/

%

能源用地

面积/

hm2
占比/

%

草  地

面积/

hm2
占比/

%

建筑用地

面积/

hm2
占比/

%

人均生态

压力/hm2

酉阳县 0.316 11.739 1.211 44.939 1.157 42.909 0.011 0.413 2.695
武隆县 0.441 27.626 0.821 51.484 0.316 19.820 0.017 1.070 1.596
巫山县 0.238 37.292 0.256 40.165 0.131 20.497 0.013 2.046 0.637
总计 0.325 20.458 0.736 46.272 0.515 32.411 0.014 0.858 1.590

3.2 山区生态压力的影响因素

山区生态压力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对山区生态压力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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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总人口、非农劳动力年均工资水平、家庭农业收入、家庭拥有电器数量以及两个地区哑变量武隆县和巫

山县.其中,除家庭农业收入对山区生态压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外,其他因素的提高均有助于减轻山区

的生态压力.而外出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总收入、家庭种植业收入和农户离集镇距离

对山区生态压力并未产生显著影响.
表4 山区人均生态压力的影响因素

解 释 变 量 系数 T Sig.

家庭总人口 -0.271*** -7.496 0

外出劳动力数量 -0.087 -1.106 0.269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 -0.335 -0.921 0.357

非农劳动力年均工资水平 -0.097** -2.279 0.023

家庭总收入 0.016 0.479 0.632

家庭农业收入 0.212*** 2.702 0.007

家庭种植业收入 -0.033 -0.345 0.73

家庭拥有电器数量 -0.128*** -3.114 0.002

农户离集镇距离 0.002 0.297 0.767

武隆县 -1.238*** -9.478 0

巫山县 -1.960*** -16.742 0

(常数项) 4.244*** 23.405 0

  注:*,**和***分别表示在0.1,0.05和0.01的水平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总人口与人均生态压力成负相关,符合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这主要是由于家庭

人口的增加有助于共享住房、能源等日常生活资源,有利于人均生态压力的减少.然而,外出劳动力数量对

人均生态压力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外出劳动力数量的简单增加并不足以对山区生态压力产生显著影

响.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对人均生态压力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收入特征方面,非农劳动力年均工资水平对人均生态压力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我们的预期相

符,说明农村劳动力的析出确实能够减轻山区的生态压力.随着非农劳动力年均工资水平的提高,农户务

农的机会成本增加,在农产品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农户会通过改变土地的利用方式来应对由于务农机会成

本增加而提高的农业生产成本,如撂荒耕地、降低复种指数等,从而使得农业生产对地区的生态压力得以

减轻.此外,非农劳动力年均工资水平越高的农户,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会减少相对辛苦、存在

污染的薪柴采集活动,进一步减轻农户家庭对山区的生态压力.结合前面得出的“外出劳动力数量对山区生

态压力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可以得出,山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地区生态压力的影响不是直接通过降

低劳动力的数量而产生作用,而是通过提高农户务农的机会成本,改变农户的土地利用方式和能源消费结

构来实现的.家庭农业收入与人均生态压力成正相关,农业收入越高的家庭耕地播种面积和牲畜饲养量都

较大,对生态系统产生的压力也越大.家庭总收入对山区生态压力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这主要是由于家

庭总收入难以反映农户的生计方式,总收入高的家庭在生计选择上可能仍然以农为主,这类家庭对自然环

境的依赖仍然很大,人均生态压力难以降低.同时,种植业收入对生态压力的影响也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

是因为,在当前农产品价格低廉的情况下,种植业收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占的比重极低,相互之间差异性

不大,造成其对人均生态压力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资源禀赋方面,家庭拥有电器数量与人均生态压力成负相关,这与前面得出的“农户的薪柴采集活动

是山区生态压力的主要来源”一致.在研究区,电器对薪柴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电器数量越多的家庭会减

少对薪柴的采集,有利于减轻农户对山区的生态压力.
区位因素中,地区哑变量武隆县和巫山县均对家庭的人均生态压力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两

者均有利于山区生态压力的减少.但是,在作用方式上,两者存在着不同.武隆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好,
农户生计非农化和多样化水平较高,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相对较低,有利于减轻山区的生态压力.而巫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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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可以减少农户家庭的薪柴采集量,从而巫山县的人均生态压力相应较低.农户离集

镇距离对山区生态压力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是因为,虽然离集镇较近的农户拥有更多的非农就业

机会,但是当这些非农就业的工资水平并不足以改变农户以农为主的生计方式时,仍然难以对山区的生态

压力产生显著影响.

4 讨论与建议

以往对于生态压力的研究主要从全球、国家、区域等大尺度着手,这些基于大尺度视角的研究虽然能

从整体上判断区域的生态安全状况,但是由于缺乏对直接作用单元的分析,很难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的对策措施.区别于传统的宏观视角,本文对于生态压力的研究从生态压力的微观实施者———农户入手,
丰富了生态压力的研究尺度.在生态压力的度量上,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从消费的角度来计算生态足迹,
这种方法得到的是某一区域人口踩踏在整个地球上的生态足迹,比较适用于全球尺度的研究.本文基于本

地生态足迹的研究思路来度量山区的生态压力,能更准确地衡量农户家庭对当地生态系统产生的压力,符

合生态压力的内涵,拓展了生态压力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研究区的人均生态压力为1.590hm2,而曹晓仪计算得出的2008年重庆市的生态足迹为1.4523hm2[31],

两者属于同一个数值区间.同时,本文的计算结果与陕西[15]、浙江[16]、江西[32]、青藏高原[33]等地区的生态

足迹基本相当,与张玉波等[29]基于农户数据计算出来的生态足迹也基本相等,说明基于农户尺度来计算地

区的生态足迹具有较强的可行性,计算结果基本能反映地区的实际情况.
从山区生态压力的构成来看,农户的薪柴采集活动是山区生态压力的主要来源,这与张玉波等的研究

结论一致[29],也与部分研究者得出的能源足迹是生态足迹的主要构成相似[33].因此,山区生态压力的降低

应主要从转变山区农户的能源消费结构入手,通过在山区推广使用沼气等清洁能源,减轻农户对薪柴的依

赖,有助于降低农户对当地生态系统产生的压力.
通过对山区生态压力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外出劳动力数量对山区生态压力并未产生显著影响,而非

农劳动力年均工资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减轻山区的生态压力,同时农业收入越高的家庭对山区生态系统产生

的压力越大.也就是说,山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确实能够降低地区的生态压力,但是单纯实现农村劳动力

数量的减少并不会直接减轻山区的生态压力,只有当迁移劳动力的非农工资水平上涨,带来农户务农机会

成本的提高,并足以改变农户的土地利用方式时,山区农村的生态压力才能得以减轻.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地区的森林转型和植被恢复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未来,地区森林转型可以从山区

农村劳动力转移入手,改变了传统的单纯从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等生态角度来实现山区森林转型的模式,
拓宽了森林转型的发展思路和发展路径.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也为转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思路提供了理

论和政策依据.未来,需要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点从量的转移提升到质的提高上来,通过提高劳动力转

移的质量,着力实现非农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减轻农户生计方式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依赖,才能从根本

上减轻山区的生态压力,实现山区的植被恢复和森林转型.

5 结 论

本文基于重庆市山区1015份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本地生态足迹的方法,从微观的农户尺度来计算山

区的生态压力,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山区生态压力的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1)研究区人均生态压力为1.590hm2,农户的薪柴采集活动是山区生态压力的主要来源;

2)对山区生态压力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有家庭总人口、非农劳动力年均工资水平、家庭农业收入、家

庭拥有电器数量以及两个地区哑变量武隆县和巫山县.其中,除家庭农业收入对山区生态压力产生显著的

正向影响外,其他因素的提高均有助于减轻山区的生态压力.而外出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
家庭总收入、家庭种植业收入和农户离集镇距离对山区生态压力并未产生显著影响;

3)山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确实能够降低地区的生态压力,但是在作用路径上,并不是通过简单的减少

农村劳动力数量,而是通过提高非农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增加农户务农的机会成本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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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EcologicalPressureinaMountainousAreaand
ItsInfluencingFactorsBasedonHouseholdLevel

———TakingChongqingasanExample

ZHOU Hong1, YANJian-zhong1, WANGXiu-yuan1, LIXiu-bin2
1.School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InstituteofGeographicSciencesandNaturalResourcesResearch,CAS,Beijing100101,China

Abstract:Ecologicalpressureisthehumandisturbancetothenature,andadecreasedvalueofitwillsug-
gestregionalforesttransitionandvegetationrecovery.Previousstudiesofecologicalpressurefocusedon
large-scaleresearches,suchasglobal,nationalandregional.Researchesbasedonahouseholdlevelwere
veryscarce.Therefore,basedonafieldsurveyof1015householdsinamountainousareaofChongqing,

thispapermeasurestheecologicalpressureinthemountainousareaonthemicro-scaleofhousehold,with
amethodoflocalecologicalfootprint,andamultiplelinearregressionmodelisusedtoanalyzetheinfluen-
cingfactors.Furthermore,greatemphasisisplacedontheinfluenceoflaborforceemigrationontheeco-
logicalpressureinthemountainousarea.Theresultshowsthattheecologicalpressurepercapitainthe
studyareais1.590hm2,andfuelwoodcollectionistheprimarysourceofecologicalpressureinthemoun-
tainousarea.Householdtotalpopulation,averageannualwageofnon-farmlabor,householdfarmincome,

numberofhouseholdelectricappliances,andregionaldummyvariablesWulongCountyandWushanCoun-
tyhavesignificantimpactontheecologicalpressureinthemountainousarea.Rurallaborforceemigration
inthemountainousareacandefinitelyreducetheecologicalpressure.Butasforthemechanism,itisnotby
cuttingdownthenumberofrurallaborforce,butbyimprovingtheaverageannualwageofnon-farmlabor
andfurtherincreasingthehouseholdopportunitycostoffarming.
Keywords:eologicalpressure;influencingfactor;farmerhouseholdscale;ecologicalfootprint;mountain-

ousarea;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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